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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赋能路径与政策导向

余泳泽 1，武思婕 2

（1. 南京财经大学 国际经贸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2. 南京财经大学 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人工智能是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的核心驱动力。本文系统分析了人工智能赋能

生产性服务业的内在逻辑与作用机理，以及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现状与困境，并提出了人工智能促进生产性

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赋能路径与政策导向。研究发现，中国生产性服务业总量持续扩张但发展质量偏低，需求

侧受制于服务制造化和制造服务化的供需适配约束，供给侧受制于技术、人才、资本的三重约束。基于需求侧和

供给侧视角，本文提出人工智能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赋能路径：突破供需适配约束，拓展融合发展

空间；突破要素约束，实现要素协同赋能。为此，应强化政策激励与供需对接，推进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强

化产教融合与人才培养，筑牢生产性服务业人力资本支撑；强化资本供给与要素集聚，夯实人工智能赋能生产性

服务业要素供给基础；强化金融监管与区域协同，营造生产性服务业健康发展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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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当前全球经济深度调整、科技加速变革的时期，生产性服务业是产业升级和经济效率提升

的关键支撑力量，其发展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指标。生产性服务业是连

接制造业和消费端的关键桥梁，深入渗透到各个产业环节中，在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优化资源配

置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

议》（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建议》）指出，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分领域推进生产性

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水平。人

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在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背景

下，生产性服务业的智能化转型不仅是产业升级的内在要求，更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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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点。人工智能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同时存在创造效应和破坏效应。在知识

密集型领域，人工智能催生新行业和新岗位；在劳动密集型领域，人工智能替代原有岗位。随着

技术革命进入数字化、智能化新阶段，人工智能从需求侧和供给侧深刻重塑生产性服务业的生态

格局。在需求侧，人工智能推动服务制造化和制造服务化并行发展。服务制造化强调服务企业借

鉴制造业的标准化、流程化思维提升服务效率；而制造服务化则指制造企业通过服务嵌入延伸价

值链，实现从卖产品到卖服务的转型。两者共同推动产业融合和价值重构。在供给侧，人工智能

驱动技术范式革新。在技术上，深度学习等算法重构生产要素，数据成为核心要素投入；在劳动

力结构上，自动化减少对重复性劳动的依赖，提升对人机协作、数据分析和复杂问题解决等高阶

技能的需求。然而，人工智能也带来资本错配、技术同质化竞争、区域发展不平衡加剧等挑战。

人工智能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现有研究围绕人工智能的经济效应

和服务业发展等方面展开了探讨。一是关于人工智能对就业结构的影响。现有研究普遍认为，人

工智能对就业具有创造效应和破坏效应并存的双重影响。宋建和郑江淮［1］指出，中国企业产品

创新对就业有正向影响，而不同方式的创新过程对就业有不同影响。张洋［2］指出，数字技术创

新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呈现“两端高、中间低”的特征，即对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的需

求增加，而对中等技能岗位产生挤压。郭凯明［3］、潘珊和郭凯明［4］从产业结构变迁视角分析了

人工智能可能促使劳动力从生产岗位转移到服务岗位，进而促进服务型制造的发展。二是关于人

工智能驱动产业融合和价值链重构。学者们关注到人工智能正在模糊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边界。陈

冬梅等［5］、潘珊等［6］分别从战略管理和产业经济角度阐述了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如何推动制造业

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在全球价值链层面，Gereffi等［7］提出的治理框架为分析价值链分工奠定了

基础，黄蕙萍等［8］实证考察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现状和地位。人工智能通过

提升服务可贸易性、催生新业态，正在重塑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三是关于中国服务业的

发展现状和结构性问题。大量研究揭示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大而不强”、供需错配的突出问

题。余泳泽和潘妍［9］指出，中国服务业结构升级滞后于经济增长。符大海和鲁成浩［10］从市场化

和开放度视角分析了中国服务业存在的行政垄断等问题。韩峰和阳立高［11］聚焦于生产性服务业

的区域失衡问题，揭示了要素过度集聚于东部地区对全域协同发展的制约。唐保庆等［12］、陈波

等［13］分别从开放结构和技术溢价角度揭示了供给侧要素配置扭曲的深层矛盾。四是关于技术—

经济范式变迁和数字经济的影响。佩蕾丝［14］ 13-14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为理解技术革命如何引

发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提供了经典框架。任保平和王子月［15］在上述基础上探讨了数字经济推动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范式转换路径。

本文系统分析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现状与困境，从需求侧和供给侧视角探讨人工智能对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并据此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文的边际贡献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立足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低端锁定现状，本文构建需求与供给联动的系统性分析框架，揭示中

国生产性服务业面临的困境。二是基于需求侧和供给侧视角，本文提出人工智能促进生产性服务

业优质高效发展的赋能路径。三是结合“十四五”时期至“十五五”时期的国家战略导向，本文

设计涵盖政策激励与供需对接、产教融合与人才培养、资本供给与要素集聚、金融监管与区域协

同的政策导向，为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提供兼具理论价值和政策操作性的参考。

二、人工智能赋能生产性服务业的内在逻辑与作用机理

（一）人工智能赋能生产性服务业的内在逻辑

⒈技术—经济范式变迁

技术—经济范式理论是由佩蕾丝［14］ 13-27从历次科技革命和经济社会变革中总结出来的内在

规律。当下的技术发展水平尤其是关键生产要素的先进程度往往会决定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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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被视为继信息技术之后的新一代关键因素，其不仅改变了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基础，更

引致了产业结构、组织形态和商业模式的系统性重组。这一过程遵循“技术导入—产业融合—范

式确立”的演化路径，并在需求侧表现为服务制造化与制造服务化的双向融合，在供给侧则表现

为技术、人才、资本等要素的重新配置与升级。

⒉全球价值链重构

Gereffi等［7］提出的“全球价值链”概念主要涉及全球生产网络的治理结构和企业间的价值

分布。人工智能正通过改变价值链的治理结构、价值环节和地理布局，深刻重塑生产性服务业在

全球分工体系中的角色与地位。其一，人工智能通过提升效率和促进数字化转型，为价值链攀升

奠定了坚实的微观基础。人工智能的自动化与优化能力显著提升了生产性服务业的运营效率和可

靠性，降低了跨境交付与协同的成本和风险，使得复杂服务流程的模块化、标准化、远程实时监

控成为可能。从全球价值链理论视角看，这实质上是为服务的“第二次解绑”提供了技术可行

性［16］，使得高附加值的知识密集型服务环节得以进行全球化配置。其二，人工智能通过催生新

业态和提供精准服务，创造价值链攀升的价值源泉。人工智能不仅优化了现有服务，更催生了工

业互联网平台、AI设计仿真、智能运维等新业态。其三，人工智能驱动的价值链攀升受制于要

素配置和区域协同。初期的高昂技术成本、组织变革阻力和人才缺口可能暂时削弱企业竞争力。

然而一旦跨越临界点，网络效应和创新红利将加速释放。这一过程的最终成效高度依赖国内创新

要素的配置效率，若数据、算力、人才等要素存在严重错配，人工智能的技术潜能将难以转化。

（二）人工智能赋能生产性服务业的作用机理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出发，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环

节，其发展本质上反映了社会分工的深化和资本循环的扩展。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渗透性、颠覆性

强的通用目的技术，不仅重构了生产性服务业的价值创造过程，也深刻影响着其生产关系和资本

积累方式。

⒈产业融合与价值实现的制度逻辑

人工智能促使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产业边界日趋模糊，催生制造服务化与服务制造化双向

融合的新形态。数字化将原有要素更新为数字价值，出现了新组合，新组合改变了各个产业的空

间。从马克思关于社会总产品实现的理论来看，这种融合实质上是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之间价值

补偿与实物替换关系的复杂化、动态化。

在制度层面，人工智能赋能下的生产性服务业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具体包括数

据要素的确权与市场化流通机制、适应人机协同的劳动权益保障制度、防范资本无序扩张的金融

监管框架、促进区域协同与全球治理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构建不仅关乎技术红利的释放，更是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

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人工智能是生产力发展进入智能化阶段的重要标志。随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

计算机能够从过往数据中学习形成经验，并逐步在网络上传播、推广，代替人工从事重复性的简

单劳动［17］。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论断，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推动了生产性服务业从劳动

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转变，催生了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算法为核心生产工具

的新型生产体系。这一过程打破了传统服务业中劳动者与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之间的固定结合方

式，引发了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和价值创造路径的结构性变迁。

然而，生产力的跃升也加剧了其与既有生产关系的矛盾。在所有制结构上，数据要素私有化

和平台资本集中导致数字鸿沟和技术租金现象凸显；在分配关系上，人工智能对高技能劳动力的

偏向性加剧了收入分配的结构性失衡；在交换关系上，标准化智能服务与个性化需求之间的矛盾

日益突出。这些矛盾共同构成了生产性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过程中必须破解的障碍。

34



余泳泽，武思婕 . 人工智能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赋能路径与政策导向

⒊劳动过程的重塑与价值创造机制的转型

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是劳动者借助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的有目的的活动。人工智能的

介入使生产性服务业的劳动过程发生深刻变革。一方面，算法、模型等智能工具部分替代了劳动

者的脑力劳动，使服务生产从依赖经验判断转向数据驱动和模型决策。另一方面，劳动者与智能

系统之间形成人机协同的新型劳动关系，劳动内容从重复性执行转向创造性调试和系统优化。

在价值创造上，人工智能通过提升效率和拓展服务范围，增强了服务的价值属性。但是，人

工智能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在知识密集型领域，人工智能催生了新业态，扩展了价值边界；在劳

动密集型领域，可能因自动化替代引发结构性失业和技能重塑压力。

⒋资本循环的加速与积累方式的演变

根据马克思的资本循环理论，人工智能通过优化流通环节、缩短生产时间、提升资本周转效

率，显著加快了生产性服务业中的资本循环速度。具体表现为：在货币资本阶段，智能风控和投

融资匹配平台提升了资本配置效率；在生产资本阶段，智能化服务流程减少了可变资本和不变资

本的消耗；在商品资本阶段，数字化交付和智能合约加速了服务产品的价值实现。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推动了资本积累方式的演变。传统依靠规模扩张、以劳动密集型为特

征的粗放式积累方式，逐步转向以技术密集型、数据驱动为特征的集约式积累方式。互联网思维

要求企业运用创新精神整合全球范围内的思想资源、资金资源和业务资源，实行思想全球众智、

资金全球众筹、业务全球众包［18］。资本更多投向算法研发、数据治理和平台构建，形成“技术

—数据—资本”正向反馈的积累闭环。然而，这一过程也伴随着资本向头部企业集聚、中小服务

商边缘化、区域资本配置失衡等结构性矛盾，仍需通过制度创新予以调节。

三、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现状与困境

尽管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持续扩张，但长期陷于“低端供给—低端需求”的循环，其优

质高效发展面临一系列结构性瓶颈。下文将从发展现状、需求侧约束和供给侧约束三个方面进行

分析。

（一）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现状

国家统计局尚未公布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的统计数据。为便于国际比较，本文参考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投入产出表中的

行业分类，将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业、金融保险业、专业与科技服务、信息与通信服务、行政

与辅助服务共六个行业划为生产性服务业，如表1所示。

表1　国家统计局《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2019）》与OECD行业分类的对照

国家统计局《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2019）》
行业大类

货物运输、通用航空生产、仓储和邮政快递服务

批发与贸易经纪代理服务

金融服务

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

信息服务

生产性租赁服务

商务服务

人力资源管理与职业教育培训服务

生产性支持服务

节能与环保服务

OECD投入产出表中的行业分类
（国际标准产业分类第四版）

交通运输业

批发零售业

金融保险业

专业与科技服务

信息与通信服务

行政与辅助服务，包括出租和租赁服务、

就业服务、办公室行政管理服务等

―

行业类型

劳动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知识密集型

知识密集型

知识密集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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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总量持续扩张但发展质量偏低，与发达国家存在显著差距

从整体趋势看，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呈波动上升态势，与发达国家的差

距不断缩小。但是，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增长主要依赖传统部门，2020年以来，生产性服务业增

加值占GDP的比重稳定在30%左右，与发达国家“四个70%”标准差距依然显著［9］。
尽管中国生产性服务业规模持续扩张，但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结构层次、技术密集度等

方面与主要发达国家仍存在明显差距，构成制约其优质高效发展的关键因素。在经济发展过程

中，生产性服务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逐渐增强。2018 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占比为 11%，

产出占比为 27%，低于同期日本和韩国的占比。相比之下，早在 2010年，美国生产性服务业就

业占比已达22%，产出占比高达44%［6］。从国际比较的情况来看，发达国家通过开放竞争有效提

升了服务的多样性，而中国服务业仍然存在市场化程度较低、行政性垄断等问题［10］。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显著低于发达国家，且区域失衡严峻。2023年，中国服务

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 54. 6%。相比之下，早在 20世纪 40年代，美国第三产业

占GDP的比重已接近 60%，当前美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为 81. 6%。中美近 30个百分点的服

务业占比差距中，近 60%来源于生产性服务业［19］。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中国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为 8. 0%，涉及研发、技术等方面的服务供给严重不

足。当前中国处于工业化的后期阶段，经济增长仍以规模扩张为主；而美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进

程，经济发展方向转向知识密集型经济。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超大城市北京、上海

现代服务业大量集聚，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达到 84. 8% 和 75. 2%，反映出

区域发展差异大。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带动作用较弱，批发零售业、专业与科技服务、信息与通信服

务等细分行业对制造业的投入产出贡献度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如表 2所示。同时，产业协

同机制不健全，部分企业仍采用封闭生产模式，专业化服务外包率较低，产业链分工协作体系有

待进一步完善。

⒉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特性

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

的产业。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独特的中间投入品，主要为农业、工业及其他服务业提供专业化、知

识密集型的中间服务，具有创新活跃、融合度高、产业带动性强等特征。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

业，不仅有利于推动企业专业化分工和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也是深化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

业融合、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

在价值创造上，生产性服务业通过嵌入实体经济流程，以知识、技术和信息为载体，系统地

提升全产业链的效率和创新能力。生活性服务业侧重于消费端的场景体验和个性化服务。基础性

服务业注重规模化、网络化的公共服务，具有自然垄断和公共产品属性。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

对生产性服务业的赋能，重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优化要素配置、促进知识协同，其效能间接

体现为下游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产业链传导性。

表2　2023年五国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对制造业的投入产出贡献度 单位：%
国 家

中    国
美    国
德    国
日    本
韩    国

交通运输业

3. 24
4. 09
2. 28
2. 22
2. 49

批发零售业

4. 90
7. 21
5. 50
5. 78
3. 05

金融保险业

2. 29
0. 62
0. 86
1. 18
1. 01

专业与科技服务

3. 03
7. 18
6. 73
3. 06
4. 19

信息与通信服务

0. 23
0. 10
0. 61
1. 05
0. 23

行政与辅助服务

0. 86
0. 82
1. 06
0. 31
1. 12

数据来源：OECD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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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要素层面，三类服务业的数据特性存在显著差异，直接影响人工智能的应用逻辑和治

理要求。生产性服务业数据主要来源于产业链运行与协同过程，具有强关联性、高复杂性、主体

多元、敏感度高等特征，跨环节“数据孤岛”问题突出，其价值释放依赖于可信共享机制和深度

的产业知识融合。生活性服务业数据以用户行为与偏好为主，呈现碎片化、场景化、高隐私敏感

性，赋能重心在于消费端体验优化。基础性服务业数据则多为系统运行和物理状态数据，实时

性、连续性、公共性要求高，赋能侧重于系统韧性和智能化运维。因此，人工智能在生产性服务

业中的深度应用，必须在数据治理、标准化、安全流通和产权界定等方面实现制度与技术协同突

破，构建区别于其他服务业、针对性强的赋能体系和政策框架，以真正实现优质高效发展。

（二）需求侧受制于服务制造化和制造服务化的供需适配约束

从需求侧来看，在推进服务制造化和制造服务化的过程中，供需适配不足限制了人工智能赋

能生产性服务业的效应，进而加剧了“低供给—低需求”的恶性循环。

⒈服务制造化下生产性服务业面临的困境

服务制造化是指服务企业主导，通过引入标准化、规模化、流程再造等制造业思维与方法，

对服务生产流程进行工业化改造，以提升运营效率和服务品质，其本质是服务生产的工业化。具

体表现为，服务制造化是服务企业为保障服务质量、提升服务效率，主动将业务边界向制造环节

延伸的过程，其核心逻辑在于以制造支撑服务，用自有制造能力凸显服务特色。在运营层面，服

务企业需实现从纯服务运营向服务与制造协同的转型，构建包括供应链管理、生产流程控制在内

的制造能力体系，典型做法包括建立自有工厂或定制化生产线。这一过程也重构了企业的能力结

构，使核心竞争力从服务能力运营转向服务与制造协同能力，通过制造环节的可控性有效降低服

务成本，并提升市场响应速度。然而，在服务制造化的推进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面临技术应用

不够深入、区域发展不均衡等困境。

第一，生产性服务业技术应用不够深入，智能服务技术与中小型企业需求存在错位情况。

《中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报告 2024》指出，当前中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意愿积极，预计 2024
年在数字化转型上的投入水平将稳步增长，但六成企业依然处于转型早期阶段。值得注意的是，

数字化转型的核心价值在于提升产品服务竞争力和实现降本增效。

第二，生产性服务业区域发展不均衡，要素集聚呈现两极分化态势。这种发展落差强化了东

部地区的产业核心地位，而中西部地区因产业链配套薄弱面临持续发展瓶颈［11］。特别是知识密

集型服务业等关键服务业部门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突出，不仅降低了中西部地区消费者在生产性

服务需求方面的福利水平，也限制了企业对生产性服务的获取和投入，进而对价值链升级和经济

转型形成阻碍［20］。同时，全国过半的研发经费和顶尖人才持续向超大城市集中，中小城市受制

于产业基础和数字基础设施较弱，难以承接技术溢出，加剧了区域协调发展的难度。

⒉制造服务化下生产性服务业面临的困境

制造服务化是指制造企业主导，将价值链从单一的生产制造环节向前端的研发设计、后端的

营销运维等服务环节延伸，实现从单纯提供产品向“产品+服务”组合供给的转变，其本质是制

造业价值链的拓展和商业模式的重构。在这一过程中，制造服务化的核心逻辑是以服务赋能制

造，提升产品附加值。具体而言，在价值创造方面，企业由传统的产品销售转向提供整体解决方

案，服务成为核心价值载体；在盈利模式方面，收入结构从一次性产品销售转变为持续性服务收

费；在客户关系方面，企业从短期交易转向长期深度合作，依托持续的服务响应和定制化解决方

案，实现对客户需求的全周期绑定和价值共创。然而，制造服务化的推进也面临诸多困境。其根

本原因在于，当前生产性服务业在专业化能力、服务标准化和响应敏捷性等方面，尚难以充分满

足制造业服务化转型所产生的高阶需求。这种供需结构性错配问题需通过系统性路径创新和能力

提升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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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升级动力不足，高端服务消费动力尚待激发，高端服务有效供给结

构性失衡。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截至 2024年底，全国建设 5G工厂 4 000余家，重点工业

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 84. 1%，推动示范工厂研制周期平均缩短近 30%。这表明数字

化转型已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然而，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模块化架构产品和

部分大型复杂装备领域；中国制造业在一体化产品领域，以及工业基础件等具有一体化特征和需

要前沿科技支撑的核心零部件领域相对缺乏优势［21］。在制造业服务化转型过程中，企业面临长

期与短期的利益矛盾，初期需投入大量资源进行技术、人才与流程重构，但收益周期长、不确定

性高，导致企业倾向于采取短期避险决策。同时，传统管理模式难以适应“产品+服务”的能力

要求，进一步制约了转型进程。

第二，生产性服务业供需对接机制不畅，主要原因是缺少产业链协同机制。从地域角度看，

专业化的供需对接平台覆盖范围不广、匹配效率低、研发投入不足造成技术应用出现同质化情

况，“数据孤岛”现象严重。需求传递问题突出，中小企业对服务需求的描述模糊，制造业对研

发设计、信息服务等方面的需求变化较大，需求侧的标准化程度较差。因为缺少产业链协同机

制，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仍然以需求为主导，服务商只能被动应对需求，而不能主动引导

创新。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较弱、目标不清，服务商所提供的标准型产品很难满足个性化

需求。

（三）供给侧受制于技术、人才、资本的三重约束

从供给侧来看，在技术进步冲击、人才匹配不协调、资本化驱动下，生产性服务业面临的困

境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革新能力和持续发展潜能。

⒈技术进步冲击下生产性服务业的困境

数字化、智能化等技术正飞速重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态势，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在技术创

新和应用实践方面都暴露出技术储备不足的问题。

第一，生产性服务业面临突出的技术供给瓶颈，核心在于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和底层技术积累

不足。工业软件、芯片设计等关键技术严重依赖进口，基础研发占比低，导致供应链脆弱且成本

高企。人工智能算法框架、数据库管理系统等底层技术自主研发比例小，进一步加剧了系统性风

险。技术瓶颈推高企业运营成本，对服务创新与升级构成约束。行业整体呈现研发投入不足、利

润率偏低的状态，技术创新多集中于低端环节，服务产品同质化竞争激烈，附加值持续走低。同

时，数据治理能力落后也制约了数据要素价值的有效释放。面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产生的大量数

据，生产性服务业的数据治理能力未能同步提升，数据挖掘与开发程度较低，仅有少数信息企业

能进行深度分析。数据安全和共享机制缺失导致跨境数据流动不畅，推高了服务贸易成本，阻碍

了全球服务网络的构建与发展。

第二，服务开放度与市场化发展水平存在结构性错配，整体偏低且系统落差显著。在财政分

权和偏向型开放的协同作用下，政府倾向于将资源投向能快速带来经济回报的经济型服务业，而

忽视公共服务业，导致两类服务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差距扩大［12］。中国金融、电信等行业的

开放程度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大部分企业普遍存在数据接

口难以标准化、工业软件国产化程度不高、核心算法被欧美垄断等问题。

⒉人才匹配不协调下生产性服务业的困境

人才匹配不协调具体体现为人才总量短缺、人才结构错配和人才区域分布失衡，严重制约了

生产性服务业提质增效。这一问题需通过教育体系改革和区域协同机制优化来解决。

第一，生产性服务业面临人才供给总量不足与专业技能结构错配的双重约束。兼具制造与服

务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缺口尤为突出。现有职业教育体系与产业需求脱节，难以适应人工智能、工

业互联网等技术应用带来的数字化能力要求，导致技术人才供给出现断层。同时，自动化普及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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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服务岗位需求萎缩，而低技能劳动力又缺乏有效的再培训与转型渠道，加剧了传统岗位的人

才流失。服务业开放虽然有助于增加企业人均利润，但并未显著提升技术工人占比，反映出技术

溢价的扩大主要源于利润分配调整，而非技能结构的实质性优化［13］。
第二，生产性服务业人才培育与企业需求并不相称。根据《2022 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

2022年，中国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 36. 7%，而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仅为 3. 9%。这反映出

产学研协同机制尚未成熟，科研成果转化率和专利产业化率偏低，标准体系建设滞后，知识产权

保护力度亦有待加强。在专业设置上，供应链管理、智能化运维等与现代服务业紧密相关的学科

建设不足，课程内容更新缓慢，难以跟上技术迭代速度。此外，产教融合持续弱化，企业参与人

才培养的积极性不高，仅有少数科技服务企业与高校建立了联合实验室，导致人才供给难以满足

产业升级的实际需求。

第三，生产性服务业人才区域分布失衡。东部地区集聚了全国大多数高技术服务企业和人

才，而中西部地区则明显短缺。即便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内部，研发设计等高技术人才也

过度集中于中心城市，而中小城市配套服务能力薄弱，进一步制约了区域协同发展。

⒊资本化驱动下生产性服务业的困境

在资本化进程中，生产性服务业存在资本错配、技术租金被侵蚀和市场失灵等现象，主要原

因是资本配置效率与产业创新要求难以匹配。因此，既要用好政策措施，又要完善市场机制，推

动资本实现最优配置目标。

第一，传统领域资本过度集聚而新兴领域投入不足，加剧了产业结构失衡，提高了技术对外

依存度。大量资本沉淀于传统重资产行业，形成低效重复投资，挤压了中小服务商的生存与发展

空间。同时，研发设计、工业软件等科技含量高的环节面临资本短缺，资本普遍偏好短期投机，

缺乏对底层技术和长期创新的耐心投入。因此，企业研发集中于应用层面，进一步加深了对外部

技术的依赖，削弱了产业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第二，生产性服务业深陷技术租金被侵蚀的困境。头部企业凭借技术专利垄断获取超额收

益，挤压中下游服务商的盈利空间，引发研发资源错配，抑制创新生态的发展。此外，头部企业

运用“专利丛林”策略，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大量布局防御性专利，提高了市场进入壁

垒，导致初创企业存活率降低。

第三，生产性服务业财政补贴无效、监管不力和风险资本短期化倾向叠加。地方政府对生产

性服务业的财政补贴大多投向传统领域，缺少对共性技术研发平台的资金支持。同时，行业准

入、数据共享等制度性基础设施建设进展滞后，使得资本难以在高价值区域内大规模流动。风险

资本呈现投资周期短期化特征，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的平均周期为 3—5年，而工业软件平均研发

周期为8—10年，这种短期化趋势导致技术研发周期缩短。

四、人工智能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赋能路径

人工智能在各个维度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逻辑变迁，从服务供给生产模式的变换、服务

产品形态的更迭，直至服务要素供给的结构更替，从效率带动的技术革新到资本驱动的结构性冲

突，人工智能催生了服务制造化、制造服务化等全新的发展局面，也衍生出依赖技术、要素配置

等方面的新问题。

（一）需求侧人工智能突破供需适配约束，拓展融合发展空间

近年来，国家层面持续强化新一代信息技术对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的赋能导向，政

策供给不断精准发力。《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指出，探

索重点行业重点领域融合发展新路径。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指出，深化先进制造业

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加快发展服务型制造。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均以技术创新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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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力。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纵深演进，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通用目的技术，已成

为突破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瓶颈、驱动其高质量协同的新动能。

⒈人工智能驱动服务制造化升级

服务制造化成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趋势，人工智能是推动这一趋势的关键因素。随着技术

飞速迭代，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着服务的供给与需求模式。需求结构出现显著分化，供需对接效

率实现革命性提升。人工智能引领生产性服务业向全新的发展阶段迈进。

第一，人工智能的纵深发展驱动服务制造化步入以需求结构升级为标志的新阶段。数字技术

对经济效率的提升不会局限于服务业，而是通过数字服务的全链嵌入，对各行业和经济行为产生

广泛而深远的影响［22］。在需求侧，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达45. 2%。智能家电等产品零售额增速持续领跑，标志着消费结构正向

服务化、高端化跃迁。学习技术所建立起来的知识分享平台既纵向打通整条产业链数据，也横向

延伸服务覆盖场景，传统制造业与传统服务业之间的边界逐渐模糊。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

在遴选的 372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中，服务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比重保持在 35%以上，服务业

务对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60%。这表明基于智能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已成为价值创造的新

常态，标志着中国产业结构优化进入新阶段。

第二，针对服务制造化技术错位，人工智能技术通过需求洞察和资源配置提升市场运行效

率。需求模式从生产要素推动转变为大数据驱动，人工智能与中国产业的融合程度在不断提升。

随着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融合的创新效应逐渐增强，实现了创新质量的显著提

升［23］。人工智能对劳动力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比对资本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更明显［24］。根据国

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在城镇非私营单位中的平均工资是

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 1. 92倍。数字技术，特别是支撑远程交付与信任的智能合

约等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打破传统服务的不可贸易性。根据《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

2024》，2023年，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额达 3 859亿美元，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

达41. 4%。人工智能及其场景式配套正在重塑全球服务链条，拓展了现代服务业的市场边界。

⒉人工智能重塑制造服务化路径

人工智能深入各行业，推动制造服务化模式创新。制造服务化是制造业转型发展的新路径。

制造业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了全流程再造、全环节优化和全过程创新。服务模式发生深刻转

变，精准服务能力快速提升，行业壁垒逐步打破，产业生态向更具竞争力的方向转型升级。

第一，人工智能通过嵌入制造全流程，推动服务流程智能化改造，实现个性化服务能力提

升，传统服务模式被颠覆，新业态得以催生。算法整合行业数据，重构生产流程，其载体是工业

互联网平台。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中国已有超 340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重点平台连接设备超过 1亿台（套），实现 41个工业大类及 185个工业中类全覆盖。当前全球行

业领军企业纷纷构建平台化组织，整合行业资源，以确立其行业地位。例如，西门子、三一重

工、科大讯飞等行业领军企业已分别构建 MindSphere 工业云平台、树根互联工业互联网平台、

智能语音开放创新平台［25］。在制造过程中，服务要素的投入可充当生产环节之间、生产与消费

之间的“润滑剂”“黏合剂”，强化各要素间的匹配、协同和耦合，提升生产工序运转效率，缩短

产品上市周期，提升能源资源利用效率［26］。
第二，针对制造服务化供需对接问题，人工智能构建智能供需匹配路径。通过标准化需求描

述、打破“数据孤岛”，提升产业链协同效率，解决供需对接效率低的问题。人工智能推动制造

服务化转型和加快产业价值链重新整合，通过技术与产业结合创新场景、重构全球价值链分工。

人工智能以“小节点—大网络”的模式整合区域资源和提升协同效率［27］。从工业和信息化部遴

选的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来看，其营业收入和利润率增速显著高于传统制造模式，这表明脱离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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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值制造环节、专注于研发设计和系统服务，能够创造更强劲的竞争优势和价值空间。在医药

医疗行业，数据挖掘技术能够优化药物研发路径，大幅降低临床试验成本。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的药品审评报告，采用创新技术的药品正加速通过突破性治疗等通道获批，这反映了数据驱

动的新研发范式已得到官方认可，并开始系统性重塑产业生态。数字技术由此颠覆性重塑产业组

织形态，当人工智能贯通整个产业链的数据互通时，未来的产业竞争优势更多体现为技术与场景

适配能力，而不是固定资产。由人工智能引领产业演化的新型路径正在重构全球价值链分工。

（二）供给侧人工智能突破要素约束，实现要素协同赋能

随着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供给侧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这一变革是技

术、人力、资本等多重要素协同演变的结果，对生产性服务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深刻影响。

⒈人工智能驱动核心技术创新

人工智能正对全球产业格局进行重塑，从技术突破到要素重组，这场变革正重新定义产业竞

争的核心维度，开启生产性服务业向知识密集型、技术驱动型升级的新征程。

第一，针对核心技术依赖问题，应推动人工智能实现关键模块替代和数据要素高效利用。一

方面，以AI大模型逐步替代进口工业软件中的核心算法模块，通过构建自主技术生态，降低技

术对外依存度。另一方面，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通过隐私计算等技术，推进跨主体数据共享，

破解“数据孤岛”问题，提升数据治理能力。同时，人工智能正从单点突破转向多技术协同与跨

领域融合，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智能化演进。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等技术已广泛应用于生

产流程优化。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2024年，中国已培育了 421家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

厂，万余家省级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其中，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 4 500家。经过人工智能

改造的工厂，研发周期缩短了约 20. 7%，生产效率提升了约 34. 8%。这表明关键生产环节的响应

效率显著提升。此外，多模态技术融合逐步打破系统壁垒，通过将视觉数据与物理信号相结合，

实现跨模态特征提取与综合分析，增强系统感知与决策能力。分布式计算框架依托智能资源调度

算法，将复杂的计算任务拆分到多个节点协同执行，不仅减少大模型训练成本，降低技术门槛，

促进生成式大模型的商业化应用，而且有助于企业将混杂的文本、语音、图像等多模态信息转化

为明晰的数据和字段，从而辅助企业决策，打通从结构化需求到标准化服务的智能转化路径。

第二，数据要素资本化重塑现代生产函数，技术指引下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拓展使得数据要素

对生产的贡献发生结构化改变。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一个生产要素协同发展、高效利用的产业体

系。在生产要素层面，人工智能主要通过强化数据要素功能、提升生产要素质量、促进生产要素

优化配置与协同发展，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28］。数据要素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上升，数据

要素发挥越来越大的促进作用。数据要素的应用改变了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从低附加值

的下游参与转向高附加值的上游参与。数据要素的投入重塑了企业的生产模式和价值获取方式，

使价值贡献从低端环节转向高端环节。

⒉人工智能驱动人力资本重构

随着人工智能逐渐向产业领域深度渗透，人力资本要素正经历着系统性变革，岗位结构被重

塑，技能需求被重置，人力资本积累路径和配置方式面临新挑战。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动态互

动，正重新定义产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第一，技能偏向性的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技术进步正在重塑劳动力市场，形成技术扩散与人

力资本升级协同的动态能力适配路径。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5未来就业报告》，受技术

进步等因素的影响，全球 22% 的就业机会将面临变革，未来 5 年将新创造 1. 7 亿个工作岗位，

9 200万个工作岗位将被替代，到 2030年净增就业机会 7 800万个。作为推动新工业革命的通用

技术，人工智能具有溢出效用极强的“头雁”效应［3］。人工智能发展并不必然完全替代劳动力，

而是可能偏向性地带来生产环节的技术进步，提高生产岗位的劳动生产率，推动岗位结构变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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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针对人才断层，人工智能重构人才培养与配置。加速复合型人才培养，通过跨区域人

才匹配平台优化人才分布，解决人才短缺与区域失衡问题。其一，技能供需的结构性失衡呈现多

维度特征，中国人工智能人才存量较低，高价值人才密度不足，导致产业升级难度加大。根据工

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发布的《人工智能产业人才发展报告（2019-2020年版）》，中国从

事人工智能基础研究的学者仅占全球总量的 11%，科研机构仅占 5%，与全球顶尖水平相比仍有

一定差距。其二，人力资本空间错配显著。东部地区的经济水平、技术水平、人力资本水平相对

较高，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水平和技术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人力资本结构以中低技能劳动者

为主，人工智能对促进当地劳动者就业和提高就业质量的作用有限［29］。其三，政策层面需通过

学科交叉创新加速技能供给转型，高等学校应布局适应人工智能发展的学科体系和科技创新体

系，加快培育人工智能领域相关人才，并通过建设人工智能发展所需的网络基础设施等措施，为

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和设施保障［30］。
⒊人工智能驱动资本优化配置

伴随人工智能重塑产业格局，要素匹配效率成为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顺利转型升级的关键。资

本错配、区域资本配置失衡等问题成为影响人工智能技术落地、创新生态构建的深层矛盾。

第一，针对资本错配问题，人工智能技术能够优化资本投向与使用效率。AI评估模型引导

资本流向新兴领域，延长风险资本投资周期，解决传统领域过度集聚、新兴领域投入不足问题。

受人工智能驱动，资本往头部企业和算力等关键环节聚焦。OpenAI单次融资规模接近中国 2022
年融资总额的十分之一［31］，头部企业掌控资源、中小服务商因投入不足而难以生存。低端重复

性投资增加，高附加值投入不足，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不足，中小服务商加速沦为边缘角色。头部

企业的资本“虹吸效应”凸显，资本大规模涌入互联网巨头和算力基础设施领域；国内人工智能

算力市场份额的一半以上由头部企业掌控，中小服务商因技术投入匮乏而被淘汰。算力、算法资

源向头部企业集聚，挤压了中小服务商的发展空间。根据《2023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

报》，2023年，中国基础研究经费占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的比重为 6. 77%，但与发达国

家普遍超过 10%的水平仍存在差距，这揭示了创新源头供给不足的深层原因。在半导体等关键

领域，中国自主创新能力薄弱体现在巨额贸易逆差上。根据海关总署数据，2024年，中国集成

电路逆差为2 262. 4亿美元，这背后是大量研发资金以专利授权费的形式流向海外。

第二，区域资本配置失衡的根本原因是技术迭代与制度演进之间协同不足，进而引发市场失

灵。其一，资本空间错配形成“虹吸效应”，而中西部地区大多数省份的研发投入强度不足东部

地区领先省份的一半，技术势能差距持续拉大。其二，产业配套失衡导致服务空心化，制约产业

升级进程，技术垄断加剧分配扭曲。其三，协同机制缺失造成效率损耗，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

融合效率指数较美国差距较大，数据接口标准碎片化导致企业系统集成面临兼容性障碍。其四，

制度壁垒推高交易成本，跨境数据流动限制使服务贸易综合成本上升，供应链响应效率下降。针

对此结构性矛盾，可通过技术税制改革和要素分配机制创新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如实施数据要素

确权分配等制度，从而提升产业链协同效率。

五、人工智能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政策导向

为落实“分领域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的要求，人工智能赋能政策

需超越通用性支持，转向针对生产性服务业知识化、专业化、融合化特征的精准设计。

（一）强化政策激励与供需对接，推进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

首先，分领域制定人工智能融合应用指南和激励政策，推动服务产品化和价值链攀升。针对

研发设计、信息技术服务、供应链管理、人力资源与培训等关键生产性服务业领域，通过制定政

策明确各领域智能化改造的重点场景、技术路径和标准规范。落实《“十五五”规划建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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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的要求，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措施，激励

制造企业引入人工智能服务。例如，企业增加技术信息服务采购，既可享受税收抵扣、缓解现金

流压力，又能规避自主研发风险，快速提升生产技术水平和信息化水平［32］。同时，设立专门的

产业引导基金，以吸引社会资本投入服务制造化的创新项目中，推动制造企业向服务型制造转

型，增加对高端智能化生产性服务的需求。通过政策引导，促使制造企业在产品研发、生产过程

控制、售后服务等环节深度融入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从传统生产性服务向智能化、高端化服务转

变。借鉴世界互联网大会“AI+产业”融合实践，推动国家电网“AI巡检员”、人形机器人协同

作业等场景向中小企业开放。鼓励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开放工业诊断、研发仿真、供应链优化等

高价值场景，支持生产性服务企业基于DeepSeek R1、千问3等国产大模型开发行业解决方案。

其次，构建基于数据要素的智能化供需对接平台，强化精准匹配，推动形成全国统一服务大

市场。政府主导建设全国性或区域性的生产性服务业智能化供需对接平台，整合制造企业对生产

性服务的需求信息及生产性服务企业提供的服务产品信息，运用人工智能算法实现精准匹配。借

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超级体验馆”建设经验，打造虚实结合的生产性服务业示范平台，

实现“场景展示—需求对接—方案验证”一站式服务。提升多模态大模型对物理世界仿真场景的

适配能力，为制造企业与生产性服务企业提供低成本的协同创新环境。一方面，要求制造企业在

平台上详细发布其生产环节中对研发设计、物流运输、金融服务等生产性服务的具体需求，包括

服务内容、质量标准、预算等。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企业在平台上展示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

供的特色服务、服务案例、服务能力等。通过平台的智能匹配功能，降低供需双方的搜寻成本，

提高对接效率，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紧密融合。同时，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对人工智能

服务企业的服务质量进行评估和监督，并将结果公开，为制造企业选择服务提供商提供参考，从

而提升它们对人工智能服务的信任度，推动其更积极地引入相关服务。这是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

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健全流通规则和标准的具体实践。

（二）强化产教融合与人才培养，筑牢生产性服务业人力资本支撑

首先，深化产教融合创新，构建“技术+服务”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加速人力资本升级，

支撑生产性服务业的智能化转型。破解人工智能技术与生产性服务业场景适配的人才供给缺口，

培养兼具技术开发能力与产业服务思维的跨界人才。一方面，推进学科交叉融合，打造定制化课

程体系。由教育部门联合行业主管部门，在金融科技、智慧物流、数字设计、科技咨询等生产性

服务业重点领域，制定针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人工智能人才培养专项规划。落实《“十五五”规划

建议》中“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要求，推动高校在物流管理、金融科技、工业设计等

专业中嵌入 AI核心课程模块，培养既懂生产性服务业业务又掌握人工智能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开展国际化、跨领域的人才研修与交流，提升人才的国际视野和实战能力。另一方面，支持高校

设立跨学科研究中心或实验室，为学生提供跨学科研究和实践的平台，鼓励参与跨学科项目，提

升综合素养和创新能力［33］。此外，实施在职人员数字技能提升工程，针对物流仓储、商务咨询、

检验检测等领域从业人员，启动技能升级计划。

其次，建立细分领域专家库与跨区域人才共享平台，促进人才要素优化配置。建设全国性或

区域性的生产性服务业高端人才数据库与共享平台，明确细分领域专家资源，实现人才信息透明

化。鼓励通过“揭榜挂帅”、项目制协作、短期派驻等方式，促进东部地区的人才向中西部地区

柔性流动。在试点区推行人才评价、激励与保障政策的协同互认，降低制度性流动成本，构建

“需求牵引、平台对接、制度保障”的人才协同发展生态系统，有效支撑专业化服务能力的提

升。搭建跨区域人才匹配平台，优化人才空间布局，以创新要素配置和制度环境协同改革为主

线，创建生产性服务业人才支撑体系。落实《“十五五”规划建议》中“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

展”的要求，支持中西部试点区建设“人工智能+生产性服务业”人才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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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化资本供给与要素集聚，夯实生产性服务业要素供给基础

首先，加大对应用于生产性服务业的人工智能技术研发资金支持，引导资源投向专业化与价

值链高端环节。落实《“十五五”规划建议》中“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要求，

设立生产性服务业AI专项研发基金，重点支持工业软件、智能算法、数据安全等“卡脖子”技

术。引导金融机构开发专门面向生产性服务业人工智能研发的信贷产品，放宽贷款条件，提高贷

款额度，对研发企业给予利率优惠。借鉴世界互联网大会的领先科技奖评选机制，鼓励风险资本

投向具有原始创新能力的项目，延长投资周期，支持长期技术积累。鼓励风险投资机构积极参与

生产性服务业人工智能项目投资，对投资成功的风险投资机构给予税收减免等奖励，形成多元化

的资金投入机制，加速人工智能技术在生产性服务业的创新应用。 
其次，实施“数据要素×生产性服务”供给计划，以高质量数据驱动专业化服务升级。优先

在科技咨询、检验检测、数字创意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建设行业级数据空间和训练资源池。通过

数据信托、许可授权等机制，在安全合规前提下，推动公共数据、产业数据有序开放和联合利

用。对利用人工智能提升能效、进行绿色化改造的服务企业，在用地、用能等方面给予优先保障

和价格优惠，降低高端要素的获取与使用成本，为专业化服务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提供坚实基础。

最后，推动土地、能源、数据向人工智能赋能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加快要素重构及升级步

伐。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促进各类要素资源高效配置，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

市场、功能完善的资本市场、流动顺畅的劳动力市场、转化高效的技术市场。参考《全球人工智

能标准发展报告》《促进全球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弥合数字鸿沟》研究报告，推动建立跨境数据

流动规则，降低服务贸易成本，提升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

（四）强化金融监管与区域协同，营造生产性服务业健康发展生态

首先，夯实金融监管基础，实施与细分领域特征相匹配的差异化金融监管，引导资本服务实

体经济，为生产性服务业健康发展提供资金支撑。针对研发设计、信息技术服务等不同生产性服

务业领域的风险与回报特征，实施差异化的融资监管和风险监测。建立智能化资金流向追踪和风

险预警系统，严防信贷资源违规进入投机领域。确保金融资源被切实用于支持服务流程智能化、

数据资产化等创新活动，为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提供健康、可持续的金融环境。

其次，依据区域产业禀赋制定区域协同发展政策，引导人工智能资源合理布局，提升生产性

服务业的智能化水平。落实《“十五五”规划建议》中“促进区域联动发展”的要求，在制造业

基础雄厚的中西部地区设立“人工智能+生产性服务业”试点区。在试点区内，给予一系列政策

优惠，如税收减免、行政审批简化等，吸引人工智能企业设立分支机构或研发中心，通过技术转

移、合作研发等方式提升生产性服务业智能化水平。依据区域产业禀赋差异化布局人工智能资

源，推动形成分工明确、协同高效的区域发展新路径［34］。相关部门结合各地区产业基础、资源

禀赋和发展需求，制定生产性服务业人工智能区域发展规划。鼓励东部地区与中西部试点区开展

产业合作，东部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企业利用自身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为中西部试点区的制造业提

供远程服务，实现优势互补。借鉴乌镇世界互联网文化集聚区的建设经验，推动形成“AI+文
化+服务”融合发展的新模式。同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向试点区及周边地区倾斜，加大对

通信网络、数据中心等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投入，为区域协同发展积累经验，进而带动全国范围

内生产性服务业协同发展。

最后，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构建，为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化发展营造

开放、稳定、可预期的国际环境。生产性服务业的知识密集型、数据驱动型特征，使其天然依赖

跨境数据流动、技术标准互认和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中国应深度依托世界互联网大会等全球性平

台，主动设置议程，将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融入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化运营中，

在人工智能的产业应用标准、数据安全流通、算法伦理审计等关键领域贡献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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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motes High‑Quality and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Producer Services: Enabling Pathways and Policy Guidance

YU Yongze1, WU Sijie2

(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Business,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Nanjing 210023, China;
2. Jiangsu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Nanjing 210023, China)

Summary：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s a strategic force leading a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laying a key enabling role in promoting the extens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toward specialization and the 
high end of the value chain. As China’s producer services are characterized by continuous expansion in scale but relatively 
low development quality, stimulating their endogenous momentum for high‑quality and efficient development serves as an 
important lever for implementing the “AI+” initiative, constructing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and foster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paper establishes a systematic demand and supply dual‑perspective analytical framework, which not 
only elucidates the intrinsic mechanisms by which AI drives upgrading through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factor reallocation 
but also delves into derived challenges such as technological homogenization and regional disparities.

Firstly,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f techno‑economic paradigm shifts and global value chain restructuring,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s on the internal logic and specific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AI empowers producer 
services, revealing how it promotes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value creation via two‑way integration of servit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and industrialization of services, as well as restructuring labor processes and capital circulation. Secondly, 
based on the actual development of China’s producer services,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they face: On 
the demand side, there exist dual coordination barriers in the servit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services, manifested as inadequate technological adaptation, lagging standard systems, and regional supply‑demand 
imbalances; on the supply side, constraints include reliance on core technologies, talent structure gaps, imbalanced capital 
allocation, and weak data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Thes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collectively lead to industrial lock‑in at 
the low end and insufficient upgrading momentum. The analysis integrates theoretical deduction with empirical data to 
present a comprehensive diagnosis of the sector’s bottlenecks. Thirdly, based on the enabling mechanisms and practical 
constraints, this paper proposes systematic policy pathways: promoting demand‑side upgrading and strengthening industrial 
integration guidance; enhancing talent cultivation and industrial integration to overcome human capital bottlenecks in 
producer services; strengthening capital supply and factor agglomeration to solidify the foundation for AI‑enabled producer 
services; and reinforcing the dual drive of financial regulation and regional coordination to build a new ecosystem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producer services. The proposed policy matrix is designed to be hierarchical, synergistic, and 
actionable, aligning with national strategic orientations from the 14th to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s. This paper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advancing China’s producer services toward the high end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nd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 words：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ducer services; high‑quality and efficient development; factor al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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